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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博学鸿词科是清诗演变的一个转捩点，王士禛诗风转变与神韵说的提出即是其影
响下的产物，是他对博学鸿词科认识深化后在冯溥整饬诗坛背景下出现的。博学鸿词科考试
前后，王士禛对考试意图的理解有偏差。在明了考试意图之后，他对考试的态度秘而不宣。
随着对圣祖文治政策理解的加深，他最终领悟到身世际遇与博学鸿词科之间的密切关系。在
冯溥诗坛整饬活动中，在冯溥弟子王嗣槐、徐乾学的影响下，王士禛的诗歌审美趣味由宋诗
回归唐诗，并反思诗学实践，最终形成神韵说。王士禛诗风的变化和神韵说的确立，是诗歌
史上政治、文学交互关系的一个例证，显示了博学鸿词科对康熙诗坛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演
变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博学鸿词科 王士禛 诗风转变 神韵说

康熙十七年 ( 1678) 正月二十三日圣祖颁布考试诏书之后，伴随着博学鸿词科、《明史》馆开局
而来的以冯溥为主导的诗坛整饬，是圣祖文治政策的组成部分，三者形成合力，引发诗坛巨变，自此
和平雅正诗风逐渐成为诗坛主流。三者关系密切，从宽泛意义上讲，可以用博学鸿词科来指代这项文
化政策。而学界论述博学鸿词科的意义，无论是政治、科举还是文化意义，通常都是将三者放在一起
论述，故而笔者对博学鸿词科作狭义与广义的区分，广义上三者统称博学鸿词科①，它既是一种制科
考试，又是一项文化政策，是康熙诗坛演变的一个分水岭。博学鸿词科对王士禛的诗学影响，具体体
现在引发诗风演变，诗歌趣味从宋诗回归唐诗; 总结诗学理论，确立神韵说②，后者是康熙朝乃至清
代影响最为深远的诗学理论。王士禛诗歌创作、诗学趣味的变化，尤其是神韵说的确立，是博学鸿词
科诗歌史意义的重要体现。

博学鸿词科与王士禛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影响与受动的关系，而是呈现出复杂的态势。博学鸿
词科诏书颁布当天，王士禛改任翰林，为清代由部曹改任翰林的首例，传递出圣祖重用文人的信息③，
这与清廷举办博学鸿词科的意图一致。照理说，王士禛对这次科考应该有充分的认识，然而在诗坛整
饬初期，王士禛似乎没有意识到诗坛整饬的重要性。从与博学鸿词科应征人员的交往情况来看，他也
没有完全领会圣祖诏举博学鸿词科的意图，甚至在行为方式上出现有悖于博学鸿词科意图的言行举止。
不过，他与应征人员的雅集与唱和，客观上起到增进文人情感、辅助圣祖文治的效果。虽然有学者指
出王士禛在博学鸿词科考试中对遗民出仕的态度④，但王士禛与博学鸿词科的复杂关系及其影响远未
得到揭示。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常常导致人们判断失误。近年来关于博学鸿词科的研究论文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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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莲认为圣祖利用“神韵说”来淡化矛盾，整饬诗坛，倡导盛世文治①; 李舜臣则认为博学鸿词科录
用人员进入翰林院，王士禛与他们的交往，有助于扩大自己的影响并形成诗学理论，由此，博学鸿词
科实现了诗坛盟主的交接，确立了王士禛的盟主地位②。前者将神韵说确立的时间提前，犯了历史事
件年代失序的错误，后者虽然在论述中涉及冯溥的诗坛整饬，但是侧重点却在于王士禛自身影响的扩
大与盟主地位的确立，消解了博学鸿词科对王士禛的影响。这种倾向，在张丽丽 《博学鸿儒科与清初
诗风之变》一文中得到进一步论述，她认为应征人员到京，王士禛遍交天下名士，扩大了自己的影响，
“王士禛一人，成为了清初诗风转变、清诗特色形成的关键因素之一”③。这些论述有一个共同点，即
忽略了对王士禛诗学演变的历史考察，认为王士禛是博学鸿词科引发诗坛演变的关键因素，将博学鸿
词科与王士禛的复杂关系简单化且倒果为因; 而对王士禛诗歌演变、神韵说的形成及其影响则无法认
识清楚，背离了诗歌史的演进轨迹。

一 王士禛一度对博学鸿词科的意图未完全理解

圣祖诏举博学鸿词科，其目的表面上似乎是诏书中所说的帝王 “万几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学
之士，用资典学”④，需要顾问，实际上却是以恩威并用的手段，网罗天下士人，促使士大夫、布衣、
遗民心属朝廷，在国运处于上升阶段但军事、政治、文化发展并不同步的背景下，获取文化领域内的
话语权，而这也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走向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对应征人员而言，考试带有强
制性质，尤其是对拒绝参加征聘的遗民，清廷更是极力拉拢。傅山托病，官府抬轿进京。王弘撰托病，
地方官员亲自延请医生。抵达京师后王弘撰又推说有眼病，手臂颤抖不能写字，即便如此，清廷依然
敦促他参加考试。可见这绝非通常意义上的考试，其真实目的在于网罗士人，增强王朝凝聚力。

范鄗鼎为康熙六年 ( 1667) 进士，“及通籍，养母不仕，闭户读书”⑤，原本就属于清朝文官系列。
康熙十七年朱裴推荐他为征士，他因自己患病、母亲年过八十辞考，可是清廷曾先后十三次羽檄催促。
第九次催促的公文中写道:

朝廷为国求贤，若饥若渴，此皆从古帝王之盛节也。虽有道贤人，不随玉牒而至，而使聘至
三，古圣亦有幡然之改，政未可以烟霞疾痼而薄视君恩也。今本宦奉檄屡催，俱以病势危笃为辞，
但迁延已及半载，岂真尚未小愈? 况巢、许可一而不可再，虚声亦非处士之宜，谅本宦计必筹之
熟矣。( 范鄗鼎《五经堂文集》卷一《辞荐程词》附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 1997 年
版，集部第 242 册，第 5 页)

考试与否本是自愿的事情，可这次却是“县主累奉宪檄催促，胥吏喧哗，难以形容，日夜逼迫”⑥。结
合该文书，不难看出博学鸿词科的旨趣所在。帝王顾问向为殊荣，朝廷又多方敦促，帝王求贤若渴，
诚意昭示天下。除了帝王下诏和中央政府反复敦促，抚藩两宪屡催，县令登门，各级政府均有职责;
如果范鄗鼎没有进京应考，则视为 “本县敦请之未专，抑本府奉行之不力”。从行文看，知县须 “善
勉之”，即使屡次催促，也要采取温和的措施，使范鄗鼎从内心深处感受到君恩浩荡。的确，能够为君
王服务一向是读书人的梦想，可是这次考试中却出现辞考现象，地方官员的使命转而成为促使征士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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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否则就是失职，这显示出博学鸿词科的特殊性。文书中 “使聘至三，古圣亦有幡然之改，政未可
以烟霞疾痼而薄视君恩也”，点出圣祖举办博学鸿词科的真实意图，隐逸 ( “烟霞”) 、疾病与君恩的对
立，以及“巢、许可一而不可再，虚声亦非处士之宜”的表达，说明即使是隐逸之人 ( 当时的语境
中，通常指遗民) 和患有疾病之人，也要让其参加天子考试，沐浴在君王的恩典里，成为典范，从而
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引导舆论。

对于遗民，清廷尤其用心，“将以收拾明季遗佚之士”① 的意图非常明显。即以冯溥为例，康熙十
七年他时时留心隐逸。毛奇龄应征入都后，“尝谒益都冯溥于私宅，升阶，见左厢朱扉间大书 ‘萧山
徐芳声，字徽之; 蔡仲光，字子伯’十四字，其足不出户而名达都下者如此”②。徐芳声、蔡仲光是立
场坚定的遗民，从将二人名字写在墙上这个细节来看，冯溥关注遗民，一心想把他们融入到统治序列
中来。遗民傅山来京，隐居寺寮，冯溥前去看望，问寒问暖，嗣后满汉王公大臣亦多去看望。潘耒来
京后，也是冯溥屈尊拜访。冯溥的行为，虽然是其呵护人才的天性使然，但在康熙十七年圣祖文治背
景下，也有作为文华殿大学士行使职责的因素，是使命与天性的完美融合，就其职责来说是重视博学
鸿词科的体现。

相对而言，王士禛的言行举止与清朝重视征辟、尊崇遗民的政策不尽契合。在荐举人选问题上，
他表现出与众人不同之处。户部侍郎魏象枢问人选，他推荐了汤斌。《居易录》卷五记载:

康熙戊午春，诏三品以上大臣荐博学鸿儒，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户部侍郎环溪魏公 ( 象枢)
过予邸舍，问: “今人才谁可举者?”予答曰: “公荐人与诸公稍不同，诸公荐人，文词足矣; 公
荐人，即非文行兼者不可。某交流颇众，挂一则漏万。无已，宁举一素不相识以副下问之谊，可
乎?” ( 王士禛《居易录》卷五，王士禛著，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齐鲁书社 2007 年版，第
5 册，第 3758 页)

这里指出自己的选人准则。他人荐举只是侧重文辞，而王士禛则加了德行标准。博学鸿词科意在网罗
天下之士，并没有荐举人数的要求，王士禛却有 “挂一漏万”的焦虑。他结识遗民无数，认识的天下
名流不在少数，却荐举一位素不相识的人。在荐举标准的比较中，隐约有对当下荐举现状的不满; 或
者王士禛意见的提出只是一种对话情境中的话语策略 ( 比如恭维策略) 。无论如何，这都表现出对文
治政策的理解偏差，这是可疑的。张宇声在《王渔洋对博学鸿儒科之态度简论》一文中分析道，王士
禛撇开了他所熟知的一批才华出众的文人，如后来列入荐名的陈维崧、孙枝蔚、汪琬、施闰章等人，
而推荐了以理学见长且素不相识的汤斌。其真实目的是不愿推荐以创作诗文词赋见长的纯粹文人，不
愿推荐他素来津津乐道的“布衣之交”，其中尤其不愿推荐像孙枝蔚这样的明遗民，他不赞同明遗民
出仕的态度已隐隐可见。即使王士禛不是出于不愿意遗民出仕的考虑，但在人选问题上，他与圣祖推
行博学鸿词科的意图有一定的距离。如以冯溥为参照，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就表现得尤其突出。二人对
政策的认识差异，理应源自他们在官阶与职责上的不同。冯溥为一品大员，在博学鸿词科中是圣祖的
得力助手，也是整饬诗坛的主要贯彻者。任职翰林院的王士禛仅为从五品，未能参与机密要务，也没
有执行博学鸿词科文治政策的直接职责。

王士禛对博学鸿词科的认识偏差的一个体现是其言行导致了他与汪琬的交恶。如果站在博学鸿词
科举办目的的角度考虑，此举与圣祖意图相背离。《居易录》卷一记载:

康熙己未诏征博学鸿儒，苕文与焉。既至京师，予喜其来，置酒邀之戏，先之以诗云: “名山
书未就，副已满通都。天子询年齿，群公爱腐儒。抛残青箬笠，染却白髭须。冻煞常彝甫，来倾
酒百壶。”汪答诗有“老乏染髭方”之句，不怒也。而与同年薛给事大武 ( 奋生) 相谑，有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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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高价卖青山”之句。予因戏柬四绝句云……苕文见之，遂大怒，答以四诗。( 《居易录》卷一，
《王士禛全集》，第 5 册，第 3682 页)

就设宴迎接汪琬的初衷来看，王士禛绝对不会想到结果会事与愿违。痛定思痛之后，他把交恶缘起归
结为他与汪琬同年同官曹，关系密切，经常开玩笑，出于对关系亲密的人不设防的考虑，他把玩笑开
大了，即: “予昔与梁侍御曰缉 ( 熙) 、刘吏部公勇 ( 体仁) 、汪太史苕文 ( 琬) 辈，以同年同官曹
郎，好为谑语，以资嗢噱。”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正是由于关系的亲密，所以王士禛才畅
所欲言，不加掩饰地发表对博学鸿词科的看法。王士禛第一首诗中用 “腐儒”嘲弄征士，用 “抛残青
箬笠，染却白髭须”讽刺征士心态的变化。而后面四首诗中，其一云 “逃名却被山英笑，两字尧峰世
已传”，其二云“为奉朱儒一囊粟，山中闲杀束修羊”，其三云“莫怪山人高价卖，此中佳处已无多”，
其四云“今夜尧峰高处望，不知何处少微星”，则更是极尽嘲讽之能事，讽刺隐士、处士、遗民不守
气节，为人耻笑。论者以为汪琬中顺治十五年 ( 1658) 进士，出仕为官多年，后因病辞官，隐居尧峰
山，故此次列名鸿博之荐并非长期隐居之人，应举鸿博毫无道义、气节之顾虑，不应授人以柄，被訾
于清流。王渔洋借与汪琬开玩笑，其所讥者实际是当时以隐居为高的明遗民之类人物 ( 参见 《王渔洋
对博学鸿儒科之态度简论》) 。无论如何，这五首诗表现出由于认识偏差而出现的对当局政策的背离。

这种偏差也体现在他对应征人员的总体评价上。在给王弘撰的信中，王士禛写道:
顷征聘之举，四方名流，云会辇下，蒲车玄 之盛，古所未有。然自有心者观之，士风之卑，

惟今日为甚。如孙樵所云: “走健仆，囊大轴，肥马四驰，门门求知者，盖十而七八。”其自重以
重吾道、重朝廷者，廑有之矣。独关中四君子，卓然自挺于颓俗之表。二曲贞观丘壑，云卧不起。
先生褐衣入都，屏居破寺，闭门注 《易》，公卿罕识其面。焦获迹在周行，情耽林野。频阳独为
至尊所知，受官之后，抗疏归养，平津阁中，独不挂门生之籍。四君子者出处虽不同，而其超然
尘壒之表，能自重以重吾道、重朝廷则一也。此论藏之胸中，惟一向蔚州魏环溪、睢阳汤荆岘两
先生言之，不敢为流俗道也。( 王弘撰著，何本方点校 《山志》二集卷五 《外大吏》，中华书局
1999 年版，第 280—281 页)

这是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科考试结束后王弘撰返回陕西华阴后的信件，是王士禛对应征人员在京师行
为的评价。此时，他已经意识到社会舆论的压力，注意到自己的言论进入公共场合的严重性，因而他
告诉好友自己话语传播的有限范围，即理学家汤斌、魏象枢以及王弘撰，从而保证话语的私密性。而
在人才荐举之初，他毫无警觉地向魏象枢表达了自己对应征人员的看法，即大部分是文学之士，才德
兼备者少。汤斌是由自己向魏象枢推荐的，在某种程度上有师生关系。“藏之胸中” “不敢为流俗道
也”，显示出喜欢嘲谑的王士禛业已保持着警惕性，这或许是该书札没有收入文集的原因。王士禛在信
中提到博学鸿词科考试前后名流云集京师，亘古未有; 荟萃京师的文人名士多奔赴往来于权贵之家，
投门子、求谒见风气为人不齿。文人从清高自持到主动向政权靠拢，这种巨大的变化，恰恰说明了博
学鸿词科举措的成功，达到了圣祖消弭文人对新王朝的仇恨、增强政权凝聚力的目的，是可喜可贺之
事。在冯溥那里，是令人欣慰的事情。从文人气节的角度看待问题，王士禛对应征人员评价不高，因
而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这是个人的情感问题。可是，他在意识到圣祖举办博学鸿词科的意图之后，
便将自己的看法隐藏在内心深处。从他与魏象枢的谈话、宴请汪琬时所作的诗歌到此刻保持着警觉的
心态，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士禛对博学鸿词科的意图渐趋明了。虽然王士禛是清朝官员，但毕竟
是文人气质浓郁的官员，与对政策敏感的官员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后者往往在职责与使命中以公共
事务的处理原则作为评价事件的准则。客观上讲，博学鸿词科中的诗人，尤其是遗民诗人的身份变化
与内心情感的波澜起伏，使这种变化因素变得复杂。至少在康熙十八年考试结束时王士禛还没有体会
到这些。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他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处理，只以气节这个单一的标准来衡量复杂事
件的是非曲直。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一度与圣祖文治政策的意图隔着一层。这表明，作为圣祖文治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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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重要措施，在博学鸿词科考试中，“所谓 ‘朝’的一极的庙堂诗群网络也并非整体上步伐一致，文
治也不是一蹴而就; 在特定历史时空中有一个由相对于文治设定方向的疏离到逐渐靠拢的向心运动”
( 《冯溥与康熙京师诗坛》，第 13 页) 。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随着阅历的丰富，王士禛最终抛弃了以气节评骘博学鸿词科征士的准则，他对这次考试的认识也
发生了变化。康熙二十九年 ( 1690) 四月，王士禛回忆起十多年前的考试，说: “戊午之岁，诏举博
学鸿词，宇内英杰磈磊角立挺出者，咸予显擢。即以余之芜陋，亦自西曹移秩史馆。文人遭际，何可
意量?”① 他终于明白了自己进入翰林院并获得殊荣，与博学鸿词科密切相关。在对自己际遇的切身体
会中，他领会到博学鸿词科延揽人才的实际意义，它是改变文人命运的难得契机，被选为征士是一种
荣耀，当年品评征士的气节准则业已消解。在他的认识中，博学鸿词科与他入翰林、修 《明史》构成
了因果关系。

二 王士禛广交征士的客观意义

康熙十七年，四方名士汇聚京师，文人燕集不断。虽然没有冯溥万柳堂诗人雅集规模大、影响深
远，但王士禛也是积极而频繁地与应征诗人交往唱和。以遗民自居的王弘撰抵京后为避免与士人往来，
选择荒僻的昊天寺寓居，王士禛即刻相邀。王弘撰回信说 “他日西归有期，定当奉过，领高谈，作不
速之客也”，“即不允辞，弘撰亦终不至也”②，表明无意相见。王士禛不仅毫不介意，反而与好友施闰
章、弟子陈僖前往昊天寺拜望。王弘撰遂出示定武 《兰亭序》未损本、唐子华水仙图等名迹共赏，王
士禛有诗《同施愚山陈蔼公集山史从兄昊天寺寓观唐子华水仙图》以纪此事③。

王士禛在康熙十七年至十八年考试结束期间，与考试应征人员交往并进行诗歌创作。关于这一情
况，蒋寅在《王渔洋事迹征略》一书中已作了详尽的梳理。此处仅摘录数例，说明这两年期间 ( 博学
鸿词科考试、明史馆开局) 王士禛与征士的人际往来 ( 包括迎来送往、节令雅集、其他应酬等) ，并
在此基础上分析王士禛的人际交往对博学鸿词科考试的作用。

康熙博学鸿词科征士赴京和离开京师时，王士禛迎来送往，不亦乐乎。如清康熙十七年秋，法若
真来京，王士禛月夜过访。汪琬来京，他设宴相迎。康熙十八年吴雯、李良年落第返乡，王士禛送行。
王弘撰返乡，他与施闰章饯行。节庆燕集，如康熙十八年人日，他与王岱过访施闰章。元夕，与施闰
章、梅庚、洪昇访问孙枝蔚。其他应酬，如康熙十七年十一月，宋荦奉命榷守赣州关，王士禛对博学
鸿词科征士尤侗、孙枝蔚、丘象随、徐釚、陈维崧以诗赠行。康熙十八年二月四日，大雪过后，王士
禛召集李因笃、潘耒、梅庚、董俞等人燕集，即景拈王维诗句“积素广庭闲”韵赋诗。

虽然王士禛对博学鸿词科考试的认识有偏差，也没有网罗士人的职责与义务，但是在博学鸿词科
考试前后，这种文人间的交往有利于增强官员与征士间的感情。康熙十八年五月十七日，王弘撰为李
因笃说情拜访叶方蔼，叶方蔼不在家，于是拜访王士禛，并在王士禛的建议下，给叶方蔼写了一封信，
让王士禛转交 ( 参见《王渔洋事迹征略》，第 245 页) 。结合前引王弘撰的回绝言辞，王士禛主动与王
弘撰交往，增进了两人的感情。

这需要从两个层面来阐述。首先，博学鸿词科应考人员进京后，受到普遍的尊重，尤其是冯溥的
表率作用，在京师形成官员对征士的热忱与礼遇。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傅山来京后，冯溥第一个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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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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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禛《〈欣然堂集〉序》，陶孚尹《欣然堂集》，《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39 册，
第 476 页。

王弘撰《答阮亭太史》，《北行日札》，清康熙间刻本，第 4b页。
参见王士禛《渔洋续诗》卷一一，《王士禛全集》，第 2 册，第 902 页。



随后王公大臣、满汉官员竞相拜访。王士禛与征士的交往发生于这种社会氛围中，是朝廷官员在博学
鸿词科文治政策下重视征士的体现。其次，王士禛是位诗人，喜爱结交士人，交游面广，许多征士与
他关系密切。因此无论如何，作为翰林官，他广交诗人，与他们诗酒唱和，促进了官员与征士的感情。
但因为政治觉悟有待提高，对当下文化政策的理解存在偏差，他也犯了一些错误，比如写诗激怒汪琬，
导致二人关系恶化。

王士禛与诗人的交往对博学鸿词科产生的积极影响，在潘耒身上得到了体现。博学鸿词科对潘耒
产生的巨大影响，首先在于它改变了潘耒的身份。潘耒出身于遗民家庭，父兄均为遗民，长兄潘柽章
因庄廷鑨明史案凌迟而死。博学鸿词科后，潘耒由一个极力反对清朝的布衣到认同清朝，成为一位勤
于职守的官员。在潘耒的转变中，除了冯溥和叶方蔼之外，王士禛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康熙十七年之前，潘耒就与王士禄、王士禛兄弟关系非同一般，王士禄是潘耒的知音。据王士
禛《王考功年谱》记载，康熙十年 ( 1671) ，“海内文章之士游辇下者，以不识先生颜色为耻。吴人潘
耒年少，博雅好古，奄通经学五音，诗尤沉郁，游京师，未为人知。先生首折节交之，由是名噪公卿
间”①。由于王士禄的赏识，潘耒由名不见经传到声名鹊起。康熙十七年，潘耒应考来京后，写有 《赠
王阮亭侍读》一诗，其中有诗句: “往岁来京华，我年始弱冠。君家吏部公 ( 西樵) ，一见谬称叹。谓
我工五言，灿若金出锻。君从淮浦还，同声复相赞。”② 潘耒追忆在京城受到王士禛的兄长吏部考功员
外郎王士禄推扬，五言诗受到兄弟二人赏识。而从 “题诗远见怀”来看，王士禛对潘耒的诗也有唱
和。王士禛在撰写王士禄年谱的时候，把王士禄与潘耒的关系记载其中。潘耒得知这一情况后异常感
动，说: “微名载编年，雪涕不能看。”
《赠王阮亭侍读》诗中还说“鄙性慕幽栖，况复更多难。支离善病躯，甘老渔樵伴。征书谬见加，

野马愁羁绊”，写出潘耒康熙十七年入京后的情况。他对隐逸生活的渴慕看似缘于性格倾向，但是所说
的“多难”则是家国之悲痛。对于刚到京城的潘耒来说，博学鸿词科考试依旧是束缚。此刻，他期盼
返乡。在京师，四方文人荟萃，而王士禛素好交游，故而经常有文人聚会，每次王士禛都召集潘耒前
去。潘耒写道: “从游盛如云，造请惭疏慢。雅量垂矜怜，酌酒每相唤。”据王昊 《雪后，偕秦中李子
德、云间董苍水、毗陵邵子湘、宛陵梅耦长、松陵潘次耕，集家阮亭太史寓斋，以王右丞 “积素广庭
闲”五字为韵，各分赋五言古体五章》，包括潘耒在内的众征士与王士禛互相唱和③。这对于促进潘耒
政治倾向的改变有一定积极影响。

鉴于王士禛对博学鸿词科文治政策一度未能完全理解，他与征士的往来在客观上对圣祖文治政策
的实施有利有弊。在彻底理解文治意图之前，王士禛不可能为配合冯溥诗坛整饬而自觉地改变诗风，
因而那些认为在博学鸿词科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圣祖利用王士禛 “神韵说”整饬诗坛并倡导盛世文治
的论断，显然是错误的。在冯溥整饬诗坛的氛围中，王士禛所倡导的宋诗风是打击的对象，无论他在
多大程度上借助与征士、翰林的交往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也无法确立其诗坛盟主的地位。其诗风的转
变与神韵说的提出，恰恰是他对博学鸿词科的认识深化后，在冯溥整饬诗坛的背景下才出现的。

三 博学鸿词科对于王士禛回归唐诗与神韵说确定的意义

不仅王士禛对博学鸿词科的认识有一个变化过程，其诗歌创作宗尚也有一个由宋诗回归唐诗的变
化。这个转变发生于以冯溥为首的诗坛整饬的背景下，而神韵说的最终确立是他在诗风转变之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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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禛《王考功年谱》，《王士禛全集》，第 4 册，第 2512 页。
潘耒《遂初堂集》诗集卷三《梦游草》上，清康熙间刻本，第 4a页。
参见王昊《硕园诗稿》卷三五，《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 辑第 16 册，第 546 页。



诗学的理论结晶。
王士禛自述其诗风经历了三次变化，少年宗唐，中年宗宋，之后回归唐诗。他说:

吾老矣! 还念平生，论诗凡屡变。而交游中亦如日之随景，忽不知其转移也。少年初筮仕时，
惟务博综该洽，以求兼长。文章江左，烟月扬州，人海花场，比肩接迹，入吾室者，俱操唐音，
韵胜于才，推为祭酒。然而空成昔梦，何堪设想? 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良由物情厌故，笔意喜
生，耳目为之顿新，心思于焉避熟。明知长庆以后，已有滥觞，而淳熙以前，俱奉为正的。当其
燕市逢人，征途揖客，争相提倡，远近翕然宗之。既而流利变为空疏，新灵浸以佶屈。顾瞻世道，
惄焉心忧。于是以太音希声，药淫哇锢习，《唐贤三昧集》所谓乃造平淡时也。然而境亦从兹老
矣。( 俞兆晟《〈渔洋诗话〉序》，王士禛《渔洋诗话》，《王士禛全集》，第 6 册，第 4750 页)

这段话含义丰富，不仅交代了个人诗歌宗尚的变化，而且阐述了诗歌演变中个体与时代风尚之间的关
系，从中也可以窥见口述史叙述中的一些复杂因素。据王士禛自述，早岁 “入吾室者，俱操唐音”，
宗尚唐诗为时代风气，王士禛的诗风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风气影响所致; 中年以后因为自己对唐诗的审
美疲劳，从而转向宋诗，人们“争相提倡，远近翕然宗之”，个人诗风引发时代风尚。据考证，康熙
六年至康熙七年 ( 1668) 之间，王士禛创作避熟趋新之作，为同辈所效仿，康熙十一年 ( 1672) 典试
四川所作的《蜀道集》，成为引领宋诗风尚的典范 ( 参见 《清代诗学史》第一卷，第 640 页) 。自此，
京师盛行宋诗风气，直至康熙十八年依然盛行。在为李澄中 《渔村文集》写的序言中，安致远记载了
诗坛主盟者的诗学主张及其影响:

渔村 (李澄中) 以己未之岁，奏赋蓬莱宫，入翰苑，致位侍从。其时之主坛坫者，方且倡为
诡异可喜之论，以窜易天下耳目。曰: 诗何必唐，苏、陆、范、虞而已; 文何必八家，震泽、毗
陵而已。而浅识薄殖之夫，承响窃影，恣意无范，以纤巧为新奇，以空疏为古淡，诗文一道，至
于猥琐卑弱而不可读。( 安致远《玉皑集》卷一《〈渔村文集〉序》，清康熙四十一年 〔1702〕刻
本，第 6b—7a页)

抑唐扬宋诗学主张及宋诗风的流行，显示出王士禛倡导宋诗风的深远影响，与他的叙述相符合。而重
返唐诗的叙述中，王士禛将《唐贤三昧集》和整顿诗歌弊端联系在一起。鉴于该诗选是神韵说确立的
标志，故而王士禛的叙述除了交代要回归唐诗之外，还点出神韵说与诗风演变的关系。诗风的变化和
理论的总结，是因为王士禛看到了宋诗风的弊病，即 “流利变为空疏，新灵浸以佶屈”，所以 “顾瞻
世道，惄焉心忧”，是诗人了解诗坛现状后的自觉选择与油然而生的使命感引发了这两个互为关联的变
化。王士禛的追忆，在回归唐诗、神韵说确立以及二者纠正诗坛弊端等方面，无疑是正确的。然而，
它忽略了或者是有意回避了一个事实: 这两个转变其实都是在冯溥整饬诗坛的背景下发生的。

关于王士禛诗风由宋返唐的时间，潘务正认为大约在康熙十八年①，而从康熙二十一年 ( 1682 )
王嗣槐写信向王士禛发难来看，这个时间有点早了。在 《与阮亭祭酒书》中，王嗣槐回顾诗歌史，给
唐诗以崇高地位，向这位掀起宋诗风的国子监祭酒表达了对宋诗的不满，继而称:

一代之楷模，斯文之宗主，舍先生其谁望耶? 子由江西之说，严氏沧浪之论，一言以折衷之，
诗道存亡，古今盛衰之所系也。间与幼华给谏论之，似未以愚言为不然。本少陵 《戏为六绝》，
效元白长歌，次序其意，冀先生有以教之。( 王嗣槐 《桂山堂文选》卷三 《与阮亭祭酒书》，《四
库未收书辑刊》，第 7 辑第 27 册，第 197—198 页)

对王士禛充满期待，呼吁他承担起整饬诗坛的责任。话虽如此，王嗣槐向王士禛提出诗学上的选
择———折衷“子由江西之说，严氏沧浪之论”，但既然唐诗、宋诗水火不容，又如何折衷? 虽说是折
衷，却已经给了答案: “今之人不欲以王李之为唐者为诗，舍高而趋卑，舍近而求远，袭虞山之论而向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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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潘务正《王士祯进入翰林院的诗史意义》，《文学遗产》2008 年第 2 期。



人颔下求之，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亦为不善变矣。”可见，这是一封感情色彩浓郁的呼吁书、劝诫信。从
书信内容来看，此时的王士禛尚未彻底与宋诗划清界限，至少是在两种诗风的较量中保持中立，故而王
嗣槐期盼他站出来。所谓折衷，即是“矧今道为成均长，一言判别斗杓指”①，也就是走向唐诗、反对
宋诗。

同年七月，王士禛、徐乾学、陈廷敬、王又旦、汪懋麟在北京城南祝氏园讨论诗歌，汪懋麟提出
“诗不必学唐，吾师之论诗未尝不采取宋、元”。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康熙二十一年七月，王士禛尚未
完全脱离宋诗，走向唐诗。徐乾学随即说汪懋麟在王士禛弟子中未能升堂入室，继而劝说王士禛 “论
定唐人之诗，以启示学者”( 《王渔洋事迹征略》，第 273 页) 。徐乾学的话，深深地触动了王士禛。于
是，康熙二十一年，王士禛着手编选 《五七言古诗选》，这是他对宋元诗认识的一个总结，肯定了唐
诗的正宗地位。至此，他彻底摆脱了宋诗风的阴影，成为唐诗正宗的呵护者。康熙二十六年 ( 1687) ，
《唐贤三昧集》编选完成，自序中再次引用严羽《沧浪诗话》中 “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
迹可求”之语，标志着神韵论的确立 ( 参见《清代诗学史》第一卷，第 640 页) ，完成了王嗣槐的期
待，成为“一代之楷模，斯文之宗主”。

在促使王士禛回归唐诗和总结诗学理论的众多因素中，王嗣槐、徐乾学至关重要，是引发王士禛
诗歌创作变化和理论升华的直接原因。从动机上分析，二人都深受冯溥影响，是冯溥整饬诗坛的体现。

据自述“仆也朴陋守师说”，王嗣槐向王士禛发难与规劝的动机来自冯溥②，而徐乾学对于唐诗的
看法与整饬诗坛的动机，同样来自冯溥。在馆阁大臣汇集的万柳堂宴会上，冯溥呼吁诗歌创作要与开
国气象符合，整顿“佻凉鄙弇之习”:

益都师相尝率同馆官集万柳堂，大言宋诗之弊，谓开国全盛，自有气象，顿惊此佻凉鄙弇之
习，无论诗格有升降，即国运盛杀，于此系之，不可不饬也。因庄颂皇上 《元旦》并 《远望西
山》二诗以示法。……时侍讲施闰章、春坊徐乾学、检讨陈维崧辈皆俯首听命，且曰: “近来风
气日正，渐鲜时弊。” ( 毛奇龄《西河合集·西河诗话》卷五，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书留草堂
刻本，第 1b—2a页)

倡导“盛世清明广大之音”，呼吁“开国全盛，自有气象”，就是以儒家诗教整顿诗坛，“幽忧僻奥之
音”③，必然遭到冯溥唾弃。而座中的徐乾学，顺治十二年 ( 1655) “入成均，公 ( 冯溥) 方为祭酒，
受知最深”④，深受恩师冯溥器重。

耐人寻味的是，恰恰是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冯溥提出辞呈，这是他人生中第六次提出辞职要求，
终于获圣祖恩准原官致仕，加太子太傅衔，驰驿回籍，遣官护送。王嗣槐作为一介布衣，在康熙二十
一年斗胆对国子监祭酒提出要求、指责与期盼，认为诗坛 “尚赖英绝领袖人，直指大道扫旁辙”，其
中或许传达了冯溥对同乡晚辈的殷切期待与希望⑤。而徐乾学规劝王士禛，也发生于这一年。关于王
士禛回归唐诗，潘务正以为原因除文学发展的因素外，主要在于清代翰林院的职能、上层对翰苑诗风
的干涉以及王士禛所处的地位等方面。其实，王士禛回归唐诗与其说是上述因素所致，不如说是冯溥
整饬诗坛的产物，是在冯溥整饬诗坛的背景下王嗣槐与徐乾学施加影响的结果。而冯溥整饬诗坛只是
圣祖推行博学鸿词科文治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圣祖文治在诗歌领域内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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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桂山堂文选》卷一一《放歌行呈阮亭大司成兼示幼华给谏六十六韵》，《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7 辑第 27 册，
第 682—684 页。

参见拙文《宋诗风运动中的王嗣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 年第 6 期。
倪灿《〈佳山堂集〉跋》，冯溥《佳山堂诗集二集》，清康熙间刻本，第 2b页。
徐乾学《憺园集》卷一九《太子太傅益都冯公年谱序》，清康熙间冠山堂刻本，第 10b页。
蒋寅以为，王士禛也是冯溥门下客，得到圣祖的宠异，多半是因为冯溥的抬举 ( 参见《清代诗学史》第一卷，

第 644 页) 。



四 余论

在回归唐诗的叙述中，王士禛略去了冯溥整饬诗坛的重要因素，点明是诗坛弊端，“既而流利变为
空疏，新灵浸以佶屈”。如此，王嗣槐、徐乾学在其中的作用便消失在历史的云烟中，后人难以窥知真
相。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康熙年间，随着政治、军事领域内清廷主导权的控制与地位稳定，文
化的发展则显得不足。处于上升期的清朝，自然需要加快获得文化领域内的话语权。而随着博学鸿词
科的举办，四方名士齐聚京师受到器重，清朝在文化上确实显现出一种盛世景象。无论是实现文化与
政治、军事领域之间的均衡发展，还是文化领域主动配合历史进程，客观上都需要一种盛世诗坛的出
现。于是，不仅朝廷权贵不满意宋诗风，即使是下层官员也感到了这股涌动的潮流。李念慈说:

夫宋诗岂无佳者，然风气日下，即大过人之才，亦不能不为所移。以视唐则厚薄二字较然自
别。以率谓真，以尖为新。譬如屋有浅廊曲槛，自厅事转入见之，心目顿异，然即以充客座，迓
章甫之宾，则不宜; 海错入口，风味非不可尚，而享宗庙者，则必取牺牲羊豕。可知宋诗但可偶
一为之，不可藉口广大，久而不觉，不自知而全变为宋也。弟尝思之，大端诗须先意，即以宋人
新意，而必求以深厚出之，原自有深厚者在; 今云此岂不好? 即便成之，直是乐苟简、省工力便
宜法耳，何谓广大? 本朝诗风韵颇盛，迩渐衰薄，所赖主持风雅者力挽之。( 李念慈 《谷口山房
文集》卷一《寄孙豹人江右书》，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刻本，第 13a—14a页)

从这个意义上说，冯溥整饬诗坛 ( 包含呼吁唐诗、反对宋诗在内) ，是国运上升时期文化与政治、军
事发展不同步的必然现象; 在这种背景下，冯溥整饬诗坛，同样是出于革除诗坛弊端之所需，也是诗
歌发展的客观要求。从这层意义上讲，王士禛的叙述并无大错。

在包含考试、明史馆开局、诗坛整饬在内的博学鸿词科文治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清廷都保持了极
大的宽容，采取了灵活的措施，顺应了时代潮流。对王士禛而言，无论是对于考试政策的理解，还是
对冯溥整饬诗坛的理解，他都是反应慢半拍。不过话说过来，尽管节奏慢了，但最终合拍的王士禛，
对于清朝诗坛、顺康诗风、诗学理论，还是做出了他人难以企及的贡献。在清诗转向康乾盛世诗风的
过程中，王士禛的诗歌创作及神韵说起了重要作用，被称为康乾盛世诗风与诗学理论的重要典范。

只有在博学鸿词科与圣祖文治的背景下，厘清了王士禛与博学鸿词科的复杂关系，才能解释一些
看似矛盾的现象。例如，王士禛对于考试态度的公开与雪藏; 在唐宋诗论争中，他从一度游离与中立
到提倡唐诗的变化; 他对唐宋诗评价的前后不同，以及在创作中宗宋、宗唐诗作的并存与变化。

［作者简介］张立敏，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出版过专著《冯溥与康熙京师诗坛》等。

( 责任编辑 马 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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